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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功能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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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居住权制度是我国民法典中新增的一项制度,回应了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 我国民法典

所确立的居住权制度具有完善住房保障制度、重视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体现住宅所有权人意志的

财产保障等价值功能。 在肯定居住权制度的价值功能时,应当看到这种制度存在设立类型单一、客
体范围不明晰、权利义务有待明确、消灭事由不完整等问题。 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居

住权制度立法的相对保守,以及居住权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功能扩张。 为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

社会需要,有必要进一步改进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内容,以期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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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21 年起施行的民法典在物权编用益物权

体系中增设居住权制度,这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

亮点。 居住权制度最早可以在罗马法中寻觅踪迹,
后为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等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民

法典所认可。 居住权制度从原物权法草案中的最初

规定到最后通过物权法时的删除,再到最终纳入民

法典中,可谓一波三折。 居住权入典,回应了现实生

活中人们对居住利益的需求,符合物尽其用的宗旨,
反映了我国民法典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利益为中

心的思想。 尽管如此,但从立法上看民法典居住权

制度,其内容规定偏少,确有不足。 本文拟探讨我国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价值功能,分析居住权制度存

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为进一步改进我国居住权

制度提出相对合理的建议。

一、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价值功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 。 我国民法典

物权编中引入居住权的目的,旨在积极响应和落实

国家住房政策,切实保障民事主体对住房的灵活安

排,尤其是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2] 尽管居住权

制度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种新制度,要上升到法律

层面,首先源于社会实践的需要。 我国将居住权写

入民法典中,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对实现住有

所居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民法典将居

住权作为用益物权中的一种法定类型,其价值功能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功能

　 　 现阶段我国已经形成了以经济适用房、公共租

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各类住房保障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同群体对住房需求的压力。 这些

住房保障制度覆盖的群体有限,在适用对象、条件等

方面都存在不少限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群体对住

房保障的需求利益。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我国目前大约有 3 亿新市民到城镇就业、生
活[3] ,这部分群体面临着较大的住房需求。 “十四

五”期间,我国将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建设发展的重

点,预计可以解决 2600 多万人的住房困难问题。[4]

但是,与 3 亿多新市民的住房需求相比,我国住房保

障建设仍然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因此,人们要想实

现住房居住,主要途径还是购买商品房或租住他人

房屋。 面对房价居高不下的现实,即便人们具有购

买房屋的强烈愿望,也会因房价过高而无力负担,
进而只能通过租房来实现居住的需求。 由于租房

居住建立在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

之上,因此,也不符合人们对长期稳定生活的居住

需要。
面对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民法典设立居住权

有助于缓解不同群体对居住生活利益的需要。 我国

民法典明确规定居住权为用益物权,符合物权法定

的要求。 一方面,居住权一经有效设立便产生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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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具有稳定性的特点[5] ,可以克服租房居住不稳

定的弊端;另一方面,居住权系仅仅对他人住房进行

占有、使用的权利,不会使房屋所有权发生变化。 通

过使用居住权而非直接购买住房,不仅可以广泛降

低人们对居住利益的负担成本,还可以有效满足人

们对居住利益的合理需求。 民法典设立的居住权,
从制度上拓展了不同群体对居住利益的需求,为我

国实现住有所居的保障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供给。 在

国家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的目标导向下,设立居住

权制度有助于落实党和国家的住房政策,为不同群

体对居住利益的需求提供更为适宜的选择。[6]

(二)重视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功能

　 　 自罗马法起,居住权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保障家

庭成员乃至家庭服务人员的居住利益。[7]401-404 居住

权自设立以来就带有人役性、保障性之功能,对诸如

离婚生活困难方、孤寡老人等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

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居住权制度也受罗马法

的影响,最初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原婚姻法有关司法

解释时,规定了对因离婚而陷入生活困难的一方以

房屋居住权形式给予帮助的内容。 受限于当时我国

法律未将居住权纳入物权制度的规范,当事人之间

设定的居住权只能按照债权加以保护,不会产生物

权效力,这对当事人居住利益的保障效果则是大打

折扣。 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有关居住权制度的规

定亦具有争议。 从立法过程来看,尽管立法机关在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征求意见稿)的说

明》中认为设立居住权目的是“切实保护老年人、妇
女以及未成年人居住他人住房的权利”,但最后审议

时认为通过房屋租赁等权利可以满足前述特定人群

的住房保障之目的。 立法机关的这一态度变化,使
得最终通过的原物权法未规定居住权。[8]

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人民群众尤其是上述特

定人群对居住需求利益增加的意愿愈加强烈。[9] 在

民法典通过前的五年时间里,由法院判决的居住权

纠纷案件每年大约有四五千件。[10] 在编纂民法典之

际,将居住权纳入民法典中成为学界和立法机关的

共识。 诚如立法理由所言,设立居住权是“为落实党

中央的要求,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

活安排,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 ①。 民法典第

366 条“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第 368 条“居住权

无偿设立”、第 369 条“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 “设

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等内容可为明证。 值得

关注的是,2024 年 4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审判

实践起草并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征求意见稿》)。 该征求意

见稿第 20 条第 2 款第 3 项将通过判决设立居住权

作为离婚经济帮助的一种途径。② 可见,这种处理表

明了居住权可以在民法典相关法律制度中进行适度

延伸。 因而,最高人民法院将居住权作为解决居住

需求利益的一种方式,对于保障特定群体居有定所

具有重要的功能意义。
由此而言,居住权入法的变化过程,充分反映了

我国民法典对特定人群居住需求的保障。 需要指出

的是,我国居住权制度不限于此,它还以“当事人另

有约定”之例外形式,突破了传统民法严格的人役性

要求,为我国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预留了可供拓展

的制度空间。[11]

(三)体现住宅所有权人意志的财产保障功能

　 　 近代以来,私权神圣始终是各国民法所秉持的

重要理念。 我国民法典尊重民事主体对财产享有的

所有权,并予以平等保护。 所有权人有权根据自己

的意愿自行支配财产,其中既涉及对生存时所拥有

之财产的管理,也涉及生前对死后财产归属进行提

前处置。 就住宅的利用而言,居住权制度可以较好

地保护住宅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住宅所有权人提供

更多支配其住宅的选择,而且居住权的物权性确保

了相关当事人对住宅的使用权。
在居住权制度下,根据居住权意定设立规则,住

宅所有权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住宅进行合理安

排。 一是再婚情形。 现实生活中,住宅所有权人面

临的其死后财产处理的难题是如何做到既给予生存

的遗属应有的财产权益又限制其继承房屋而由自己

子女继承,同时还要让生存的遗属利益获得应有的

保障而不至于流离失所。 居住权制度可以很好地解

①

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作出《关于提请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议

案的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7 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征求意见稿)》。 该意见稿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离婚时,夫
妻一方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仍无法维持当地

基本生活水平,请求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给予适当帮助的,
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该意见稿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一
方因经济困难无房居住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请求,
判决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采用下列方式予以帮助:(一)一定

期限的房屋无偿使用权;(二)适当数额的房屋租金;(三)通

过判决设立一定期限的居住权;(四)其他符合实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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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一问题,有效保障了住宅所有权人对财产归属

的意志,即住宅所有权人可以通过遗嘱转移住宅所

有权给子女,同时又在该住宅上为其生存的遗属设

定居住权,保障生存的遗属住有所居。 以遗嘱方式

设定的居住权,既可以使住宅所有权人的生存遗属

获得居住保障,又可以解除住宅所有权人对住宅不

能留给子女的担忧。 二是养老情形。 当前,我国很

多家庭的父母为子女购买房屋支付首付款时会花费

其一生的积蓄。 如因父母子女关系、子女婚姻关系变

化而导致的房屋权属发生变化,可能使父母丧失购买

房屋时所出的首付款,甚至出现老无所居的情形,这
样将不能使其获得更加稳妥的养老保障。 在父母出

资购买的房屋上设立居住权,既可以使子女获得资金

而购买房屋,又可以保障父母居住利益的需要。
除前述情形外,随着老年人特别是失独老年人

的养老质量的提高,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以房养老

的需求。[12]根据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在 2023 年末

达到 2. 97 亿,占全国人口的 21. 1%,我国面临着日

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

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老年人比例比较高,这为我国

推行以房养老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房产作

为老年人最具价值的财产,对于维护老有所居权益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居住权与老年人群体有着紧

密的联系,老年人通常不会卖出房屋而改善生活质

量,否则其房屋卖出后如何实现安居呢? 要实现以

房养老,可行的路径是在尊重老年人作为住房所有

权人的意志基础上,通过居住权制度保障老年人的

居住利益来提高养老的生活质量。 细言之,就是老

年人与其他交易主体达成设立居住权合同的约定,
通过让渡房屋所有权而保留居住权,以实现房屋经

济价值的变现。 此时,老年人有权依据居住权继续

居住在所有权发生变动的房屋中,并依靠出售房屋

的收入来实现以房养老。 这样,在以房养老的需求

背景下,居住权的设立既可以充分体现老年人对其

住房进行安排的自由意志,又能够实现保障老有所

居、提高养老质量的目标。
上述内容表明,民法典设立居住权制度,不仅增

加了住宅利用的途径,发挥了物的效用,实现了住宅

价值多样化的功能,而且有效保证了住宅所有权人

对其住宅进行自由安排和处置的意志,维护了住宅

所有权人应有利益的财产保障功能。

二、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考察比较法上有关居住权的规定,内容相对丰

富。[13]我国民法典关于“居住权”一章的规定只有 6
条,主要涉及居住权的得丧变更,内容也比较简略,
难以为居住权制度的实际运行提供妥当的司法适

用。 相比之下,我国民法典中的居住权制度存在以

下问题。

(一)居住权设立类型单一

　 　 对居住权而言,民法典规定的设立方式只有合

同和遗嘱两种。 有学者指出,居住权是“一项对弱者

进行特殊保护的权利” [14] 。 居住权制度首要保护的

是老人、离婚妇女、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但在我国

居住权类型中缺少对此类群体居住利益需求的直接

规定。 从比较法看,规定居住权最主要的目的是保

障特定群体的居住利益,譬如我国民法典第 366 条

所言“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结合合同或遗嘱方式

的居住权规定,居住权设立须经登记后才能生效。
为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坚持登记设立主义是物

权制度的基本要求。 民法典设立的居住权本应是针

对特定群体住房需求保障的社会性居住权,但实际

规定的是合同居住权。 这就意味着对于特定群体的

居住权需要以合同方式进行协商确定才可实现,但
通过协商不一定会达成一致结果,由此产生的纠纷

还需要通过诉讼等途径解决。 从现有立法设计来

看,仅以合同、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不能充分体现

我国居住权制度的立法目的。[15] 对特定群体居住需

求之保障,不如直接明确规定居住利益保护那样可

能会更符合居住权制度的立法初衷。[7]404-405

(二)居住权客体范围不明晰

　 　 民法典对居住权的客体限于“他人的住宅”,未
明确“住宅” 的具体内容。 考虑到人们通常对“住

宅”的认识,一般认为“住宅”可以指一套完整的住

宅,也可以指一套住宅中的某一部分,只要符合“满

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的限定条件,即可设立居住权。
由此也就表明,非生活居住的厂房、商铺等不符合设

立居住权的要求。 从一般意义上看,住宅所包含的

内容比较广泛,只要符合可供居住需要的封闭空间

皆可设立居住权。 如此一来,可以设立居住权的“住

宅”则表现为多种形式,如商品房、公租房、经济适用

房、共有产权住房、各类公寓及农村房屋等。[16] 从实

践层面看,作为居住权客体的住宅应当指具有完整

产权的房屋整体。 但是,如果采用这种界定方式,将
有可能使居住权制度的适用范围显得尤为狭窄,并
且居住权设立的情形将会大幅缩减。 由此产生的结

果便是既不能提高住宅的利用效率,也无法达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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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住宅物尽其用的效果。 所以,我国民法典规定的

居住权客体范围不甚明晰,确定住宅是否符合要求

时存在一定困难,有待确定住宅所指向的具体内容。

(三)居住权权利义务有待明确

　 　 尽管民法典物权编确立了居住权一章,但是对

于居住权的权利义务没有具体内容。 根据民法典的

规定,居住权是对他人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
性质为用益物权,这就需要协调好居住权人和住宅

所有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按照法律规定,这
种关系需要当事人以书面合同的方式进行调整。 民

法典第 366 条只是明确了居住权人享有占有、使用

的权利,并限定居住权要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为条件,但对居住权人如何实现占有、使用则未予以

明确规定。 通常而言,居住权人的占有应当是具有

完全圆满性、排他性,并能够实际控制所居住的住

宅。 对所有权人而言,其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向

居住权人交付住宅,这样才能使居住权人实现占有

之可能。 设定居住权期间,居住权人行使居住权的

主要表现就是使用住宅,此时可能出现对住宅重新

装修、完善等,那么居住权人是否拥有这样的权利?
由此产生的费用应当由谁负担? 相应地,如果在居

住权存续期间内住宅发生毁损、灭失等非归属于居

住权人原因的情形时,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何者承

担? 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居住权制度未作出相应的

规定。 居住权作为一种在他人所有之住宅上设立的

用益物权,如果不明确居住权的权利义务关系将会

对所有权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可以预见这些问

题将会成为居住权制度实施过程中产生纠纷的

焦点。

(四)居住权消灭事由不完整

　 　 关于居住权消灭的事由,民法典第 370 条仅规

定了居住权期限届满、居住权人死亡两种情形。 显

然居住权消灭的事由是不详尽的,不应只有这两种

情形。 在合同型居住权中,尽管居住权期限是衡量

居住权消灭的事由,但在当事人之间可能会出现当

未约定期限或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时,将会无法适

用的情形。 在以遗嘱方式设立的居住权中,作出遗

嘱的人可能会出现未确定居住期限的情形。 此时这

一事由将构成法律漏洞而无法适用,也不能使居住

权消灭。 关于居住权人死亡的事由,如果住宅所有

权人所设立的居住权不限于一人,如存在为两人及

以上的自然人设立居住权的情形①,此时未必会引起

居住权的消灭。[17-18] 此外,对于设定居住权的住宅

灭失、住宅作为所有权人唯一财产被强制执行等原

因也可能导致居住权事实上不成立。 对于这些情

形,我国民法典都没有明确规定。 由此可见,我国民

法典规定的居住权消灭情形并非完备的,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相关内容。

三、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问题产生的原因

　 　 居住权成为我国民法典中的一项制度,是我国

立法机关借鉴其他国家民法典已有立法经验而将其

纳入规范之中。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居住权制度之所

以有前述问题的产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居住权制度立法上的相对保守

　 　 无论是原物权法还是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居
住权制度都成为了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 尽管居住

权制度在我国民法典中是一大亮点,实现了居住权

在立法上从无到有的变化,然而,从民法典所规定的

居住权规范内容来看,6 项条文涉及居住权的权能、
设立方式、消灭事由等,更多突出的是传统民法观念

下居住权的人役性,侧重于保障特定群体的居住利

益。 在立法机关看来,民法典新增居住权制度,首要

目的在于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保障功能,显然是

为回应党和国家政策的需要。 这在我国立法机关在

民法典(草案) 的说明中明确指出。 在这样的背景

下,我国居住权制度立法所呈现的人役属性也就无

可厚非。 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民法典的规定相比

较,我国居住权立法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同样也不

会改变罗马法中设立居住权的最初动因。 立法需要

反映社会的客观需要。 考虑到时代背景的不同,我
国民法典作为一部新时代的法典,虽然承继了大陆

法系国家对居住权的制度规定,但仍然坚持传统民

法的规范意旨,未能根据时代发展的变化而从体系

上系统规定居住权并丰富居住权的相关内容。 这就

表明了我国居住权制度立法上的保守性。

(二)居住权制度功能的变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居住权制度不应局限于

保障特定人群居住利益的功能,而应在此基础上能

够达成多元化和高效利用住房,实现物尽其用的目

标。[19]我国民法典中居住权条款的出发点立足于保

障特定人群居住利益这一首要功能而使居住权带有

浓厚的人役属性,这样做实际上限缩了社会发展变

①

 

根据居住权的权利人的人数不同,将居住权分为单独

居住权与共有居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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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下居住权制度应有的实现住有所居目标、保障住

宅所有权人意志等价值功能。
民法中的物权制度旨在强调物之归属与利用。

我国民法典将居住权规定在物权编用益物权体系

下,可见设立居住权并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新型物

权类型,意在强调物的利用即用益性,而非人役性。
这就意味着居住权属性只有体现出用益性的价值,
才能更好地发挥住宅作为物的经济价值。 此处并非

为了否定居住权的人役性,而是为了表明现代社会

发展下的居住权要相对淡化人役性,才能使居住权

制度的其他价值功能展现出来。 在人役性属性下,
主体取得居住权有严格的限制,同时居住权不可转

让、继承和限制出租,这虽然充分实现了居住权的保

障功能,但无法展现居住权作为用益物权的用益性

属性,不符合前已述及的制度功能,也不能实现物尽

其用的法律效果。
自罗马法到当今时代的社会发展变革,居住权

的人役性属性在不断减弱,相应的制度功能也在从

保障特定人群居住利益的功能扩张至居住权制度的

其他价值功能。[20]由此而来的是居住权不限于人役

性并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居住权制度为诸如宅基地三权分置、合资建房、
以房养老等有关住房的现实需求提供了可供选择的

发展模式。[19,21]人们对物的利用日趋多样化,保障财

产权利人对住宅的所有利益和居住利益之间的自由

处置,体现了财产权利人的意思自治,对实现物尽其

用具有积极的效果。 尽管民法典将居住权规定在用

益物权之下,但受限于传统人役性的影响,居住权的

用益性缺少相应规定。 面对时代变迁的社会环境,
民法典居住权依然突出人役性色彩而忽视财产权利

人对客观利益的需求安排,这不符合现代社会中居

住权制度功能的发展变化。

四、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改进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居住权制度要能够适应

社会实践的需要,有必要针对前述问题及原因分析

完善有关居住权制度的内容,从而提高其在我国法

律制度中的实践价值。 结合前文,完善我国民法典

居住权制度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增加法定居住权的内容

　 　 比较法上的居住权设立途径有两种:可以通过

法律行为设立,也可以通过非法律行为设立。 我国

民法典所规定的居住权通过合同或遗嘱法律行为而

设立,在性质上属于意定居住权。 这是一个与法定

居住权相对应的居住权类型。 民法典仅规定意定居

住权,而无法定居住权的内容,显然不符合民法典内

在体系完备的要求。 与此同时,以合同或遗嘱方式

设立的意定居住权,突出了对住宅所有权人意志的

尊重,但对特定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保障则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
设立法定居住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孤寡

老人、妇女、未成年人,以及其他特定人群的居住需

求问题。 如果这些人群不满足民法典意定居住权的

设立条件时,将有可能使其面临居住权制度供给不

足所带来的适用困境。 有观点认为,通过亲属制度

中抚养、赡养等义务可以实现对此类人群的居住保

障需求,因而无须创设此类居住权。[22] 然而,这些义

务通常显得较为抽象而未能直接明确,实际上不利

于凸显居住权入典的立法初衷。 为了应对社会实践

的需要,在居住权制度中增设法定居住权,不仅可以

弥补意定居住权的不足,而且可以实现对特定群体

居住利益的保障功能,符合民法典增设居住权的功

能导向。
法定居住权的设立,主要适用于家庭成员之间

或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成员之间。[23] 有学者分别从

婚姻、监护、老年人赡养等关系角度探讨了法定居住

权的类型。[20,24]本文认为,可以增设的法定居住权类

型有三种。 一是基于夫妻关系产生的法定居住权。
这类居住权主要适用于夫妻离婚后非暂时性生活困

难且无居住场所一方。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90
条规定了离婚时对生活困难方的帮助,据此可以在

居住权制度中明确对因年老、疾病或无劳动能力等

导致无生活来源且无住所的离婚困难方设立法定居

住权,以此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保障。 二是

基于父母与子女关系产生的法定居住权。 此类居住

权既可以在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设立,也可以在

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设立。 就前者来说,应当承认

双方相互具有法定居住权,方可便利父母履行对未

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促进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

成长。 对于后者而言,设立居住权需要考虑父母无

房居住时,成年子女负有保障父母居住需求的义务。
这是成年子女对父母履行赡养义务的延伸。 三是依

据法院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 这种居住权的设立,
主要适用于某些不符合合同、遗嘱的情形或者不具

有前述家庭成员或身份关系的情形。 此时赋予人民

法院以裁判方式为特定主体设立居住权,有利于保

障某些群体的居住利益需求。 民法典第 229 条确立

以裁判方式设立物权的规则,为居住权这种新设物

权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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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第 20 条明确规定可以通过判决设立居

住权。 这些内容都使居住权制度在民法典及相关规

范中得以落实和延伸,大大拓展了居住权制度的适

用范围。 需要注意的是,以裁判方式设立的居住权,
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要求,而是公权力介入私

法领域,很大程度上会干预和限制住宅所有权人的

意志,因而有必要约束和规范这种居住权的设立。
总而言之,增设法定居住权的内容,可以解决特定群

体对居住利益的迫切需求,激活居住权在我国法律

制度中的实践运用,充分体现出居住权制度在民法

典和国家住房保障功能中应有的社会价值。

(二)明确居住权客体范围

　 　 由比较法观之,居住权客体的范围不限于住宅,
还涉及住宅的附属设施。 不仅如此,住宅也不限于

整套住宅,也可以是住宅的一部分。[25] 我国在原物

权法(草案)的立法上也肯定了居住权人可以对住宅

的一部分享有居住权,但是民法典仅规定居住权的

客体为“住宅”,这就确有必要明确该“住宅”的指向

范围。 本文认为,居住权客体之范围应当既包括住

宅的一部分,也涉及住宅的附属部分。 关于住宅的

一部分,可以对民法典第 367 条居住权合同一般条

款“住宅的位置”进行文义解释,其可以意指整套住

宅的某一特定部分, 比如住宅中的一个独立房

间。[26-27]如果居住权设立在整套住宅一部分之上,
其实是对居住权行使范围的限定[28] ,也就是居住权

人只在作为整套住宅的一部分上享有居住权,而不

及于该套住宅之全部。 关于住宅的附属设施,通常

而言,它是与住宅相关联而配套使用的附属物、公用

物等。 对于居住权的享有而言,应当以该附属设施

是否为居住权人生活所必需为考量。 如果居住权人

不能使用该附属设施会影响其生活,那么此时该附

属设施就处于居住权的客体范围之内,反之则不为

居住权的客体。 所以,民法典仅仅规定“住宅”具有

局限性,宜将居住权客体的范围扩展至住宅的一部

分及住宅的附属设施。[17,29]对于这一扩张的理解,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 中有关

“居住权”的定义进行印证,即居住权是指“居住权

人对他人所有住宅的全部或者部分及其附属设施享

有占有、使用的权利”。[7]400 可见,住宅的部分或其附

属设施也可以纳入居住权客体的范围内。 需要特别

强调的是,住宅作为居住权的客体时,无论是住宅的

一部分,还是住宅的附属设施,都必须符合“生活居

住的需要”这一条件,否则将背离居住权设立的法定

要求。

(三)细化居住权权利义务

　 　 在现行法下,民法典对居住权所涉及的权利义

务欠缺具体的规范,不利于解决居住权人与住宅所有

权人之间的争议,也不利于居住权制度在社会生活中

的司法实践。 虽然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居住权合同

来明确相关权利义务,但是有些权利义务宜从法律上

直接予以明确规定。 对此,我国居住权制度可以借鉴

比较法经验,进一步明确居住权相关的权利义务。
一是关于居住权人的权利。 首先,居住权人对

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 居住权

人要想取得居住权,须以占有、使用为基础,这是居

住权作为用益物权法律属性的应有之义,这样居住

权人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使相关权利。 其次,居
住权人可以根据居住需要对住宅及其附属设施行使

必要修缮、改良的权利。 此项权利应以必要为原则,
且不得对住宅及其附属设施造成减损、毁坏等严重

后果。 再者,在所有权人出卖住宅时居住权人享有

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居住权人与住宅所有权

人签订居住权合同,是为保障居住权人生活居住之

需要。 故而在所有权人出卖住宅时,应当保障居住

权人的优先购买权。 最后,当住宅遭受不法侵害时,
居住权人享有物上请求权。[27] 基于居住权的物权

性,居住权人对住宅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可以排除

他人的不法侵害,通过行使物上请求权保护住宅免

受侵害。
二是关于居住权人所应履行的义务。 基于权利

义务的一致性,居住权人享有权利的同时,亦负有相

应的义务。 其一,在居住权范围内,居住权人对住宅

及其附属设施负有妥善管理、合理使用的义务。[28]

通常情形下,基于居住权的无偿性,居住权人应当妥

善管理和使用住宅,不得有改变居住用途、危及住宅

及其附属设施安全等行为,否则将会有损住宅所有

权人的利益。 其二,在居住权范围内,居住权人承担

对住宅及其附属设施日常维护、修缮、物业管理等费

用的义务。 确立居住权人负担费用原则,主要在于

居住权人实际占有并使用住宅,能够有效维护并提

高房屋的使用价值,以便更好地满足自身居住生活

的需要。 比如,瑞士民法典规定居住权人享有独立

居住权时须负担通常保养费用。[30] 但是,如涉及住

宅及其附属设施非因居住权人原因造成的重大修缮

时,此时费用不应由居住权人负担,而应由住宅所有

权人负担。 当然,对于这一义务涉及的费用负担,也
可以由住宅所有权人与居住权人另行约定。 此时,
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当事人之间的合同

约定为优先。 其三,当住宅及附属设施可能发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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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灭失的风险时,居住权人负有及时通知的义务。
多数情形下的居住权皆为无偿设立,居住权人取得

居住权,无须相应地对待给付。 若已设立居住权的

住宅及附属设施出现重大风险时,居住权人应当及

时通知住宅所有权人妥善处理,以免扩大损失。 此

亦为考虑居住权人居住利益之保障需要。 对此,法
国民法典就确立了居住权人“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态

度享用其权利” [31] 的规则。 应当说,居住权人在享

有权利时应秉持善良管理人的标准,同样在涉及居

住权人之义务时也应坚持这一标准。
由于大多数居住权的设立主要通过合同方式来

实现,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事先约定居住权权利与

义务的内容,以满足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需要。 如果

当事人约定不明确或者未有约定时,可以通过适用

法律规定的居住权权利义务来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

益。 因此,在居住权制度中细化居住权的有关权利

义务,既能充分体现住宅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的自

主管理和自由安排财产的自我意志,又可以指导住

宅所有权人与居住权人通过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关系,避免产生非必要的纠纷。

(四)扩增居住权消灭事由

　 　 前已述及,民法典居住权的消灭事由还有其他

可能的情形。 关于居住权的消灭事由,其他国家民

法规定无可直接借鉴之处,但从我国立法过程来看

存在可以增加的消灭事由。 这些情形包括三个方

面。 第一,住宅灭失。 居住权是以住宅存在为前提

的用益物权。 如住宅全部不复存在,居住权则无存

在的必要性。 不过,住宅可能存在部分灭失的情形,
此时须以剩余部分是否符合“生活居住的需要”为准

来判断居住权是否消灭。 如住宅的剩余部分不符合

此标准,则构成消灭的事由。 第二,居住权被撤销。
该事由主要考虑住宅所有权人的正当利益应当获得

保护。 前文述及居住权义务时,明确了居住权人所

负的相应义务。 如果居住权人存在转让和出租居住

权、擅自改变居住用途、严重毁损住宅等行为,住宅

所有权人享有相应的撤销权。 由于居住权人的行为

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义务,损害住宅所有权

人的利益,背离居住权设立的要求,住宅所有权人可

据此依法行使撤销权而使居住权消灭。 第三,当事

人约定的消灭事由。 民法作为私法,意思自治贯穿

于民事活动的全过程。 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在居住权合同中专门约定居住权消灭的事由。 当约

定情形出现时居住权消灭,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

结果。 此外,居住权消灭事由还包括居住权人放弃

居住权、解除居住权关系的条件成就、住宅所有权与

居住权属于同一人、未成年子女因成年而消灭居住

权等情形。[32] 增加上述居住权的消灭事由,为当事

人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规范指引,如此则可以弥补既

有规定的不足,有效增强居住权制度的实践意蕴。

五、结语

　 　 民法典已颁布施行,居住权已经成为我国物权

法律制度中的一部分。 居住权作为一种新增的用益

物权,扩充了我国法定物权的类型,完善了我国物权

体系,缓解了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居住问题,
回应了住有所居、居有所保的时代需求。 我国立法

上的居住权制度,首先立足于保障特定群体居住利

益的目的,体现了居住权设立的保障功能,为人民群

众实现住有所居、老有所居的目标提供了制度根据。
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居住权制度不仅为住宅

所有权人自由支配其住宅提供了多元化的需求,而
且为住宅所有权人、居住权人等相关群体提供了更

加合理的利益保障。 随着居住权制度在社会生活中

的实践展开,在看到居住权应有的社会价值时,我国

民法典应当进一步完善居住权的相关规则,更好地

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居住需求,确保居住权制度更加

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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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idential
 

right
 

system
 

is
 

a
 

new
 

system
 

added
 

to
 

China’s
 

Civil
 

Code,
 

which
 

responds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tim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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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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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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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value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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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p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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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housing
 

needs
 

of
 

specific
 

groups,
 

and
 

reflecting
 

the
 

property
 

protection
 

of
 

the
 

will
 

of
 

housing
 

owners.
 

When
 

affirming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the
 

residential
 

right
 

system,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is
 

system
 

has
 

problems
 

such
 

as
 

a
 

single
 

type
 

of
 

establishment,
 

unclear
 

object
 

scope,
 

unclea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incomplete
 

elimination
 

reason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are
 

the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legislation
 

of
 

China’s
 

residential
 

rights
 

system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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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the
 

resi-
dential

 

rights
 

system
 

in
 

modern
 

socie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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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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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ly
 

evolving
 

social
 

need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tent
 

of
 

the
 

residential
 

rights
 

system
 

in
 

China’s
 

Civil
 

Code,
 

so
 

as
 

to
 

reflect
 

its
 

due
 

value
 

and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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